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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財政和文獻考論》匯集了作者 2007 年前的宋史論文。作

者的文獻功底和問題意識皆屬上乘。學者作論，偏於理論者往往失

於空虛，偏於考據者又失於瑣碎，此書則宏細兼備、學識相稱，足

為後學之模範。本文擬點評其中筆者認為最精彩的四篇論文，俾讀

者嘗鼎一臠。

在本書中，〈論宋代內庫的地位和作用〉是份量較重的一篇。宋

太祖、太宗懲唐末五代大臣擅權之弊，分取三司的一部分財權，建

封樁、內藏庫，是為「內庫」。其後，內庫之庫目漸多、收入日增，

成為超越三司、戶部的又一主財機構，為實現內外政策提供了豐厚

可靠的物質基礎。宋代皇帝的這一舉措，與軍事上的強幹弱枝、政

治上的內外相維相互為用，構成了財、政、軍中央集權化三角不可

或缺的一邊。

遺憾的是，歷來的史學家對內庫重視不足，沒有將它放在應有

的歷史地位上加以研究和敘述。據作者說，在作者之前只有日本學

者曾我部靜雄撰寫的《宋代財政史》對此略有涉及。（按：以筆者管

見所及，梅原郁 1971 年在《東方學報》發表的〈宋代の內藏と左

藏 —君主獨裁制の財庫〉對此亦有論述。作者這裡可能指內庫的

專論。）作者此文則做了專門討論。

宋朝內庫的重要來源是太祖為恢復北方疆土而建的封樁庫，太

宗建內藏庫，此後封樁、內藏規模不斷擴大，庫目續有增加，形成



410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饒
宗
頤
國
學
院

了一個內庫系統。在宋代的中央財庫中，眾多的內庫是相對於左藏

庫及其他由三司、戶部等部門掌握的專門庫而存在的，比較起左藏

系統來，內庫系統更為複雜。

文章揭示，宋代內庫收入來源穩定，有兩稅歲賦之物中的重要

專案匹帛、坑冶產品中的金銀、錢監產品中的大部分鑄銅錢、朝貢

及市舶抽買所得之香藥寶貨等，且收入得到優先保證，至北宋中期

達到「在京歲入」的 30% 以上，佔國家歲入的比重很高；其支出

則主要有宮廷消費、郊祀之費、軍費、助日常支費、振恤、充市易

青苗均輸本錢等，而以後四項為大宗，越出了宋以前主要供宮廷消

費、偶爾贊助軍費的常例，而以賜予、佐助、借貸等方式，支持著

朝廷的幾乎一切重大活動。

顯然，宋代內庫的用途突破了漢唐以下內庫支出的舊例，而同

政府主財部門（大農、左藏、三司、戶部）所掌財物的用途不再有

明顯的界限。動用不動用內庫之財，只由皇帝決定，宰相、三司、

戶部及其他臣僚，只能提出建議。正因如此，皇帝每謂動用內帑為

「自支」。政府的計司不得提領內庫之財。各內庫的主管者多為內臣

或另行委派的朝臣，直接向皇帝負責。內庫儼然成了同政府「計司」

並立的另一個主財部門，皇帝下詔常以內庫同三司或戶部並稱，內

庫的存在不但分割了三司、戶部的財權，也迫使三司、戶部在重大

支出方面非仰給於它不可，這就削弱了三司、戶部的作用，從而擴

大了皇帝的權力。

內庫（皇帝）同「計司」之間借和還常常不十分認真，事實上

「計司」是借得多還得少，皇帝運用內庫的目的，只在直接控制全國

財政，償還與否不是重要問題。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計司亦無力

償還。因為「計司」所管理的是經費，其收入和支出幾乎流動不居，

很難有大量積儲，而且從收入的絕對數字來看，計司也不必比內庫

多，所以即使在平時（無大規模戰爭），內庫貸給「計司」的錢亦

可達其本身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以內庫錢借與三司、戶部，是

皇帝十分得意的事，計司長官如果不知感恩而試圖支配內庫，甚至

會因而失寵。內庫之財又成了控制主財臣僚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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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隨著內庫庫目的增加和財物的膨脹，「計司」越來越仰賴

內庫，內庫成了皇帝全面控制國家財政的有力槓桿，並成了提高與

鞏固皇權，實現各項內外政策的雄厚物質基礎。

「計司」只能勉強應付日常財用，一旦有事，非仰賴於內庫不

可，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皇帝利用內庫以全面控制國家財政的事

實；另一方面也表明，內庫成了趙宋王朝的應急儲備。而在災荒、

戰爭兩個方面，內庫作為支持戰爭的戰略儲備的作用尤其突出。

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在論述宋代內庫的作用和地位時，始終

圍繞著它異於前代的特點討論。梅原郁的文章雖然對宋代的中央財

庫做了全面研究，主旨卻在強調情況的複雜性，並未如此明豁地揭

示宋內庫的獨特。宋代被一些日本學者稱為中國近世的開端，舊時

代的門閥貴族至此徹底消亡，皇權也失去了來自外部的制約。從內

庫的地位和作用可以看出宋代的財權在本質上已經消泯了內外之

別。馬端臨《文獻通考》自序：「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

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

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

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類似的言論如《朱子語類》卷

一一一：「今之戶部、內藏，正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

常之費，少府則人主之私錢。」）這一論斷隱含著一種誤導，即將

宋代的戶部、三司與內庫之別混同於漢、唐，而馬氏接下來的論述

正反映了宋人的觀念：「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

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

這固然是儒家常用的泛道德歷史敘述，卻也蘊含著宋人特有的觀

感：它忽略了宋前對皇家財權的剛性制約，一歸於皇帝個人的「恭

儉」和「淫侈」。頗可玩味的是，內庫地位的提高改變了人們對財

政的意識，視內庫這一「私財」為國家戰略儲備，「計司」反而退居

日常財用的地位，雖然士人對「人主私財」仍持批評，但內庫的「公

財」化多少減弱了這類批評的實質意義。

書中〈宋代文獻計錢方式例析〉和〈略談宋朝計錢的省陌制〉

兩篇論文，篇幅不長，卻饒有趣味，通過獨特的取徑，理清了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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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中複雜的錢幣數量表達形式。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六一元豐八年十一月壬寅：「于闐國進

馬，賜錢百二十萬。」陳永齡等學者據此認為，「宋神宗時，新疆

于闐和內地貿易，僅僅馬匹一項，一次就值錢一百二十萬貫。」程

溯洛、馮家昇等更認為，元豐八年北宋政府一次以一百二十萬貫購

買回鶻人的馬，如每匹以最低價格二十五貫計算，這一年馬的交易

量為四萬八千匹。文章指出這完全是錯誤的，這些學者誤認「錢

百二十萬」為「一百二十萬貫」，將正確數字擴大了一千倍。

文章依據大量數字資料對宋代文獻的計錢形式進行了排比分

析，找到了其中的規律，主要有：表示名義上的一千錢的貫、緡、

千，緡錢若干，表示一文錢的錢若干或若干錢（有特例），數字前

後均無數量單位，以及緡（貫）足、省，文足、省等。

令筆者感到興味的是，作者根據對省陌制的研究，解讀了洪邁

《夷堅支志》甲卷第十「羽客錢庫」的故事。

有個姓甄的小孩子在野外牧牛，看到兩個人一個從東邊來，一

個從西邊來，相逢道中，其中一個說：「錢庫後門壞了很長時間，

應該快點請人整修。」另外一個回答說：「好。」於是分手。小孩子

獨自跑到山腳下，看見一個洞穴中有散錢溢出，立即解開衣服把錢

包好，並用泥巴將洞口塞沒，準備去喊他爸爸一起來挖。回家到半

路，又遇上剛才那兩個人，其中一個問：「錢庫門修好了嗎？」另一

個說：「剛剛用錢三百請一個牧童填補完。」這個姓甄的牧童回家數

他拿到的錢，「正得二百三十一文」。當然，等他爸爸跑到山邊，再

也找不到那個洞口了。

依照故事的意思，那兩個人所用的工錢「三百」，應當正是

姓甄的牧童所拿回去的錢，但為甚麼牧童所得是「二百三十一

文」，與錢三百不相符合呢？原書「錢三百」下有校記說：葉本作

「三百三十一文」，呂本作「三百貫」。「按語」作「每貫七十七，

似當作三貫。」葉本、呂本和按語雖不同，但都認為原文有誤。其

實，原文並不誤，葉、呂兩本及「按語」倒是錯了，原因在於他們

不懂得宋人計錢的省陌之法。兩個客人說用「錢三百」請一個牧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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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補了錢庫門，這裡的「錢三百」應為省陌，乘上百分之七十七，

得二百三十一，故下文謂甄姓牧童回家數他所得到的錢，「正得

二百三十一文」。前面已經說明，宋人用錢全為省陌，所以「錢

三百」不必加「省」字，但牧童回家是一個一個地數的，所以一定

要寫清是二百三十一個錢。對於這個故事的作者來說，這件事是不

言而喻的，而對於後人來說，就頗有不可解之處了。葉本不知省

陌之法，而將「錢三百」改作「三〔實當作「二」〕百三十一」，

以與後文「一致」，其實大可不必。呂本作「三百貫」，尤謬，一

個小孩是無論如何也拿不動三百貫銅鐵錢的。至於按語謂「每貫

七十七」，似已懂省陌之法，其實似是而非，依省陌之法，每百得

七十七，每貫當得七百七十。

南宋宰相樓鑰有為同僚婁機寫的一首壽詩，序云：「今則實惟巖

壑所誇一百省歲之時 ⋯⋯ 賓僚惟公為舊學，都省後堂，祝壽之儀久

不講，此公首當之。」「巖壑」為著名詞人朱敦儒之號。朱敦儒曾在

其詞〈洞仙歌〉中自誇「今年生日，慶一百省歲」，此處藉以說婁

機也正值「一百省歲」。詩中一聯亦云：「五千餘卷學尤富，一百省

年身更康。」胡適在《朱敦儒小傳》中曾據朱敦儒自誇「一百省歲」

說朱大概活到九十多歲，這是將「省」理解為四捨五入了。實際上

朱敦儒只活了七十八歲，而婁機也是七十八歲，按古人的演算法，

又都是七十九歲。樓鑰詩序中又有「況值合宮大禮，儲君受冊」等

語。婁機於寧宗嘉定元年十月除參知政事，樓鑰於嘉定二年正月為

參知政事，此年八月冊皇太子。據此則樓鑰賀婁機壽詩作於嘉定二

年八月無疑，婁機當時七十七虛歲，與「省陌」正合。

在這兩篇文章中，作者不但利用文獻得出宋代計錢法的真相，

發人所未發，且將之與宋人筆記和文集中的一些看似毫無關係的細

節印證，若合符節，絲毫不差，堪稱考據學的典範，令人拍案叫

絕，難怪得到宋史泰斗鄧廣銘教授的稱許：「紮實而有用」。

由此筆者想到近年常有人慨歎傳統考據不彰，其實不是考據學

的問題。考據雖然關注字、詞，卻絕不是僅憑檢索可得，錢大昕、

段玉裁、王念孫這樣的乾嘉樸學泰斗，背後都有通貫經史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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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代人的考據往往因為缺乏功底，導致事倍功半，做一些無謂甚

至錯誤的考據。筆者曾讀過一本在國內頗負盛名的名字考據著作，

仿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之例，解讀秦漢人名。其中「司馬相如

字長卿」一條，作者引各種先秦典藉，硬要把「相如」和「長卿」

的關係在訓詁上說通，其實「長卿」與「相如」毫無關係，「長」表

示排行，漢代還有「仲卿」、「少卿」、「次卿」，也是通過字表示

排行，作者不識慣例，僅憑名字相應的觀念強行考據，浪費時間精

力，十分可惜。筆者希望有學者能編一本考據文選，把類似這兩篇

文章這樣精巧的考據匯集起來，作為後學學習的範本。

除了宋代財政史的研究，作者對文獻也有十分精彩的考據。上

海博物館從美國購回《淳化閣帖》最善本，是我國文化界的一件大

事，也引起了一些爭議。汪慶正對存世的各種《淳化閣帖》早期板

本做了仔細的比對，以一位碑帖專家的眼光，釐清其源流，得出了

新入藏的四卷《淳化閣帖》屬存世最善本的結論。但《淳化閣帖》

源遠流長，問題錯綜複雜，尚有研究餘地。本書中〈上海博物館新

入藏《淳化閣帖》的板本歸屬 —從宋跋、宋印入手〉一文，從宋

人題跋兩篇、印章數枚入手進行深入研究，公佈了若干重要發現，

進一步確定了《淳化閣帖》存世最善本的版本歸屬。

文章根據帖中第六卷後的宋人題記和傳世文獻，經過周密考

證，認定《淳化閣帖》二王府本有以原板模拓和據原板重刻兩個版

本，上海博物館新收最善本之第六卷為二王府重刻本。

作者舉出三個論據：第一，「御府法帖板本掌於御書院，歲久

板有橫裂紋。魏王好書，嘗從先帝借歸邸中模數百本」，說明《淳

化閣帖》原板本藏於御書院，至神宗時尚存，但因歲久已經有橫裂

紋，據此則仁宗時毀於火災一說似非確論，而原板似乎是木板；第

二，魏王「嘗借歸邸中模數百本，又刻板本藏之，模拓鐫刻皆用國

工，不復可辨」，說明魏王既曾用原板模拓了數百本，又據原板鐫

刻了一個新的板本，橫裂紋已不復可辨，也就是說，二王府本實際

上有兩個板本；第三，《淳化閣帖》前已有潭州、絳州兩種新刻本，

與題跋者同時的劉次莊又刻一本，連同二王府本，共有四本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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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見，我們現在有幸見到的上海博物館新收《淳化閣帖》第六卷，

應該就是二王府本，而且是二王府的新鐫刻本。此冊見不到「木橫

裂紋」，也可以作為新刻本的一證。孫承澤以其無橫裂紋而定為初

拓本，不確。

《淳化閣帖》最善本中的另一篇宋人題跋在第八卷之末，署名

王淮，淳熙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事。淳熙九年拜左丞相。題跋時間

為淳熙十年，正在宰相任上。王淮喜愛書法，留下墨蹟〈王季海上

恩帖〉。王淮跋文云：「觀淳化法帖用潘谷墨作蟬翼本，筆下鋒鍔隱

見，有若真跡，誠可寶玩也。」潘谷為元祐時的一位傳奇人物，如

果王淮跋本用的潘谷墨的話，那麼此本就是元祐間物，而且極有可

能就是二王府模拓本了。

宋末學者王柏說他見過四種《閣帖》，其一為其伯父「文定家

藏」。王淮諡文定，與王柏都是南宋婺州金華人，王柏的父親王瀚

字伯海，王淮字季海，王淮應該就是王柏的族伯父，則此本乃王淮

題跋之本，亦即上海博物館新收最善本的第八冊無疑。南宋中期王

淮的藏本及其題識，曾為南宋後期的王柏所見，不僅進一步證明了

王淮題識之真實，而且是此本流傳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考慮到自元祐二王府本以後，再也沒有看到以原板模拓的記

載，作者得到第二個結論，上海博物館新收《淳化閣帖》最善本之

第八卷，為元祐中二王府據原刻模拓本。與第六卷看不到木板橫裂

紋和銀釘不同，在第四、七、八三卷中，可以看到多處橫裂紋和銀

釘，如第四卷〈山河帖〉，第七卷〈還來帖〉、〈鹽井帖〉，第八卷〈伏

想清和帖〉、〈運民帖〉等等。又據孫慰祖研究，第四、七、八三卷

首頁右下，均有北宋「藝文之印」半印，作者進而得出推論，第四、

七、八三卷均為元祐中二王府據原刻模拓本。

王淮的題跋無可懷疑，但在王淮題跋的後面，赫然蓋上了「中

書省印」、「門下省印」和「尚書省印」三顆代表當時朝廷最高機構

的大印，致使不少專家仍存疑慮。

作者指出，宋元豐以前雖然沒有實質性的三省機構，卻存在三

省的官印。北宋元豐中及元豐以後，三省印章仍在使用。有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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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三省官印固然一直在使用，但王淮的題跋不是公文，怎麼可以

使用官印呢？原來，宋代士大夫有「假公濟私」、以官印蓋在自己

的珍藏品上的風氣。北宋時，號稱天下法書第二、右軍行書第一的

王羲之行書真跡藏在王珪（字禹玉）家，後有禹玉跋，蓋門下省印。

在 2002 年由故宮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館聯合舉辦的晉

唐宋元 72 件書畫國寶展中，展出了遼博藏〈歐陽修行書自書詩文稿

卷〉一件，其上有南宋名臣周必大寫於淳熙乙巳的三篇題跋，每篇

題跋的右方都蓋上了「中書省印」，足足蓋了三顆。據《宋宰輔編

年錄》卷十八，周必大淳熙七年參知政事，淳熙九年知樞密院事，

淳熙十一年樞密使，淳熙十四年右丞相。卷中還有明宋濂〈題周益

公所藏歐陽公遺墨後〉云：「歐陽公〈譜圖序〉，作於至和二年乙

未，後一百三十一年，平園周益公得公所具檢稿一段並嘉祐八年癸

卯夜宿中書東閣詩八句，聯為一卷，詩陰有中書所錄裕陵出閣親揮

兩行，亦不棄去，而附見之，且各題其左，而識以中書省印者三，

卷首又識以益國之章，其慎重之意至矣。平園與公皆廬陵人，故平

生所敬慕者，於公為尤切，文學、政事皆欲並之，非止寶其字畫而

已也。其後奉常質行定名，特與公同諡文忠，可謂能遂其志者矣。

然平園題此卷時乃淳熙十二年乙巳，方秉政樞廷，至十四年丁未之

二月，始登右揆，其借用中書之印，當在此時。蓋宋世雖得以官印

識私藏，若非親蒞其官，則亦不敢僭用之也。若論其封爵，則自

十五年戊申因明堂加恩初封濟國公，十六年己酉正月進左揆，再封

許國，三月拜少保，又更封益國。其封益國，乃在題卷五年之後，

卷首之章必後來追而識之也。」宋濂認為「宋世雖得以官印識私藏，

若非親蒞其官，則亦不敢僭用」，淳熙乙巳為淳熙十二年，周必大

在樞密使任上，淳熙十四年始任右丞相，因此借用「中書省印」應

在題跋之後兩年。

王淮的《淳化閣帖》題跋題於淳熙十年，前述王淮淳熙八年拜

右丞相兼樞密事，淳熙九年拜左丞相，淳熙十五年罷辭免判衢州，

其題跋僅比周必大早兩年，按照宋濂的說法，這時候王淮已經有借

用三省官印識其私藏的地位。有趣的是，淳熙十四年，周必大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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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同在丞相任上，一位是右丞相，一位是左丞相，從地位來說，王

淮高於周必大，也許這就是為甚麼王淮可以在自己的題跋中蓋上中

書、門下和尚書三省之印而周必大只能蓋上中書之印的原因了。王

柏〈文定公家藏淳化帖銘〉有云：「題識雅密，印款鮮榮。」「印款

鮮榮」四字，當然是指在王淮的題識後面蓋上了三顆鮮紅的大印。

由此可見，王淮題跋和三省官印實在是不可分離的。兩者不可分

離，更能說明此本的珍貴。

作者此文考據極為精審，除了嫻熟地運用文物學知識，更得

力於作者對宋代制度運用情況的掌握。宋代制度的複雜體現在文獻

記載的制度與實際應用往往並不相應，僅憑官書只能認識某一個斷

面，如果要把握整個制度運用，必須對大量文獻熟讀深思。值得一

提的是，筆者在與作者的通信中得知，上海博物館的專家受作者文

章啟發，從臺灣的出版物中找到了王淮的〈上恩帖〉，與《閣帖》

中的王淮題跋一對照，筆跡完全一致。考據得到印證，是此文的最

高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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